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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启蒙主义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共同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高扬思想解

放的旗帜，一扫“左”的沉闷，在中国社会各领域重建起相对的自主性和主体自由。“文学是人学”命题在这一时

代背景下重获新生，理论家们纷纷著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美学等角度论证“人性”之于文学的合法

性。从根本上看，新时期的“文学是人学”命题是五十年代“人学”论争的余绪，是新启蒙思想和政治文化“祛

魅”之下的产物，是理论家批判“阶级论”“工具论”的强大武器，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客体论转向主体论的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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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

文学接受的主体依旧是人，文学史是一部 “人”不

断发现自身、认识自身、表现自身、定义自身的历

史。五六十年代社会话语的禁锢，割裂了五四以来

的“人的文学”传统，也遮蔽了文学表现的多种可

能性。1978 年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中国社会

的新时代，随之而来的新启蒙主义开启了中国思想、

文化领域的新纪元。思想文化的 “祛魅”是政治改

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新时期历史语境下同质

异构的结果。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是新启

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部门一

起，担负着实现现代性文化目标、推动中国摆脱思

想禁锢的宏大使命。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伴随着

时代的洪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迎来了自己的

春天。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理

论开启了从客体论到主体论的转向。

一、新时期思想禁区的解封

( 一) 文学观念的解禁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观念

解禁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思想文

化层面对政治改革的呼应。文学观念的 “祛魅”是

作为政治改革、思想文化解放系统之下的一个 “子

系统”呈现的。厘清了这一点，政治改革和思想解

放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政治文化规

约了文学的发展向度。“1949 年 7 月 2 日召开 ‘第

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一致确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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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总方针， ‘工农兵方向’为文艺运动的总方

向。”［1］随后，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创作、研究、运动

都要在这“一观” “一话”的指导之下进行。客观

上这一指导思想做出过巨大贡献，影响了中国近半

个世纪的文学实践，但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

思潮却一步步将它 ‘漫画化’僵化”［1］46，也致使整

个中国的文学创作走入了困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观” “一话”所倡导的

实际上是一种 “文学反映论”，是一种强调客体而

非难主体的文学观。 “反映”是对主客体关系的理

论概括，尽管它宣称主体是能动地对客体进行反映，

但是在极“左”思潮和主流社会话语的影响下 “能

动的反映”被消解了，创作主体不可能也不允许自

由地选择反映对象。辩证唯物主义的 “反映”被僵

化、禁锢、制约，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 “高、

大、全”“假、大、空”式的人物形象和模式化的

革命样板戏。这一时期的 “文学反映论”实际上是

以客体为中心，遮蔽了主体能动性的机械反映论。

1978 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

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伴随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

折和思想的空前解放，文学创作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理论家们就曾试图打破理论

“禁区”，纷纷著文从人性、人道主义、阶级等各方

面论证文学“人”的本质，试图将文学从 “规制”

中解放出来，但都以失败告终。客观上 “打破禁区

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也为下一次论争积累了经

验，奠定了理论基础。乘着政治改革和新启蒙主义

的历史之势，人性与人道主义在七十年代迎来了新

的曙光。

新时期的文学观念解禁以对 “人”本质的重新

思考为逻辑起点，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认识为

理论基础，从“阶级论话语体系”内部为人性存在

的合法性寻找法理依据。1979 年朱光潜发表 《关于

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

开宗明义，当前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

冲破极左思想凭空为创作设置的种种禁区。 “首先

就是 人 性 论 这 个 禁 区”［2］， 朱 光 潜 以 马 克 思 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本质力量的论述

为基础，肯定了 “人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合理性。

他指出: “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

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2］39－42 虽然从论述中不

难看出，朱光潜并未完全脱离时代阶级论的话语体

系，他从阶级的角度入手为 “人性”辩护，并从法

理上消除了 “人性”与 “阶级的对立”。但是，这

是历史时代所决定的，他不得不从 “阶级斗争话语

体系”内部寻找“人性”存在的合法性，援引马克

思主义者的观点，并以此为辩护基础。由此可见，

即使在思想解放开始后，理论家们突破 “禁区”的

尝试依旧是小心翼翼的。随后，汝信发表 《人道主

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一

文，支持朱光潜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的关系入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 “人”的关

注，从哲学层面呼应了朱光潜的观点。哲学、文艺

界相继发声、互相呼应，文学观念的解禁以哲学认

识为理论基础，哲学认识的解禁又以政治改革为先

决条件，社会各个领域的 “解禁”尝试最终开启了

文学观念的解放大潮。

( 二) 文学实践的解禁

一个时代的言说方式和表达主题暗藏着一个时

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曾经不可触及的言说禁

区，在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双重外力下被打破，

人道主义与人性这块荒芜已久的文学沃土正待开掘。

新时期的文学实践诞生于 “文革”的创伤之

中，并以五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的萌芽为基础，乘

着新启蒙主义的历史浪潮，在新一轮的 “西学东

渐”中展现出多元、开放、自由的姿态。 “伤痕”

“反思”“人性”都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热心表现的主

题，作家们热心歌颂人性、揭露创伤、批判迫害，

践行着“人”的文学观、创作观、价值观。

卢新华 《伤痕》讲述 “进步”青年王晓华和

“叛徒”母亲划清界限，一别多年后母子天人相隔，

抱憾终生的故事; 冯骥才 《啊!》、古华 《爬满青藤

的木屋》与《芙蓉镇》描写阶级斗争和政治迫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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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扭曲、人被异化的荒诞现实; 鲁彦周 《天云

山传奇》以罗群的悲剧命运为叙事主体，揭露政治

迫害对人性的摧残; 张贤亮 《灵与肉》《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 《人啊，人!》等作

品通过叙写知识分子遭受的非人待遇，反思极左思

想，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抚慰伤痕累累的 “人”;

刘克《古碉堡》从藏族女性曲珍的悲剧上升至对整

个民族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观照。作家们向人们

展示出一个个“非人”的世界、一个个 “骇人”的

故事，以“非人”的描写呼唤人性、人道、人伦，

他们是对苦难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他们写于受难、

痛于悲剧，但不陷于苦难和悲剧，而是以此为武器

反思苦难背后的逻辑。

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在文学实践的解禁中展现

了强大的生命力，作家们在文学实践中不断深化对

人的理解，将同情、宽容、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灌

注于文学实践。他们不仅仅停留在 “情感叙事”的

层面，还灌注了新启蒙主义所带来的 “启蒙精神”，

以“受难者”的视角，揭露文革迫害、批判极左思

潮、表现新的启蒙要求，将思想启蒙与文学创作相

结合，接续了五四 “人的文学”传统，真真正正实

现了文学实践的解禁。

二、“文学是人学”的命题

( 一) “文学是人学”命题之源

文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创造的产物，是人本质

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人性对世界的馈赠，它的孕

育生长必然受到人的灵魂、情感的滋润和规约，而

这种滋润和规约概括起来就是人道主义。因此，文

学应该是“人学”。

1957 年 《文艺月报》刊发钱谷融 《论 “文学

是人学”》一文。钱谷融从文学表现的对象、题材

论述了 “人”之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热情歌颂、

赞扬了“人”的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文学

思想倾向。他将文学的作用归纳为改善人生，提高

生活以至于达到 “至善至美境界”［3］。伟大的作家

之所以 令 人 敬 佩，是 因 为 他 们 在 作 品 中 “赞 美”

“润饰”“歌颂”了 “人”，使得 “人”的形象高

大了。

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表述的观点

与高尔基的观点十分相似，甚至直接援引高尔基所

用的概念、词义。显然，钱谷融试图从前苏联那里

继承“人学”命题立论的法理性。在阶级斗争占据

话语权的年代，将理论之源诉诸社会主义国家前苏

联似乎是最稳妥安全的做法。高尔基也是从创作主

体、表现对象、价值取向等方面对 “文学是人学”

进行了阐释。他曾坦言自己毕生从事的工作是 “人

学”，文学 是 “创 作 典 型”的 工 作，文 学 要 塑 造

“大写的人”［4］。此外，钱谷融还援引季摩菲耶夫语

“人 的 描 写 是 艺 术 家 反 映 整 体 现 实 所 使 用 的 工

具”［3］3，以此为 基 础 批 判 文 艺 反 映 观 基 础 之 上 的

“主体工具论”，即文艺家将表现人当作其实现反映

“整体现实”的手段和工具。在钱谷融看来，“主体

工具论”既不符合艺术创造的逻辑，也不符合文艺

家创作的实际情况，季摩菲耶夫 “整体现实”的概

念界定是含糊不清的、空泛的。如果说作家将反映

“整体现实”作为创作任务，那么作家势必 “削足

适履”，以消解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为代价，反映所

谓的“整体现实”。但是文艺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

并不会依照此种思维逻辑，反而是以人物的独特性

为核心，追求人物形象的灵性，而这也正是文学作

品价值之所在。钱谷融的论断是合理的，他从反映

论内部寻找到了“人学”命题立论的合法依据。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内涵不仅限于文

学表现的客体和创作接受的主体。从本质上说，它

是“人道主义”的文学表达，是五四 “人的文学”

传统的延续。“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艺

批评家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灌注于新文学，热心提

倡文学关注人生、表现人生、净化人生。新时期重

提“文学是人学”命题，不可能绕开这一文学传

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本质上是一种 “个人主

义的人间本位主义”［5］，而在这一点上钱谷融是与

其一脉相承的。在钱谷融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惩

恶扬善、塑造人性、表现具体的人，文学表现对象

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作家应该 “写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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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3］3。而 “个性”一词指的

是单个“人”的独特性、个体性。换言之，文学所

关注的对象——— “人”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写

的人，又是具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

( 二) “文学是人学”命题之辩

早在五十年代 “双百方针”提出之时，中国的

文艺家们就曾对 “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论争。但

由于极左思想和主流话语的规制，这场打破 “禁

区”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他们遭遇了来自两方面

的批判和打击: 一方面来自文艺界内部，主要以张

学新、柳鸣九、蒋孔阳为代表，从革命与反映、阶

级与人性的角度、人道主义的理论漏洞等方面对巴

人等人的观点予以批判;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政

治领域。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指出: “资产阶级

人性论，是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来调和阶级对

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

想”［1］276。随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 “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这场关于 “人性与文艺”的论

争也就戛然而止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

如果说来自文艺界内部的批判还算是学术领域的理

性探讨的话，那么来自政治领域的压力便是在学术

之外的阶级斗争。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 “以阶

级论囊括人性，以至于否定了超越阶级的共同人性，

以阶级的解放代替个性的解放”［6］。错误将两个话

语体系的概念强行放到一起，将人道主义打上资产

阶级的烙印，将其纳入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中，从

根本上宣判人道主义的 “非法”，这显然不符合逻

辑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1980 年伴随着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历史潮

流，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

我批判提纲》一文揭开了新时期 “文学是人学”讨

论的序幕，标志着人道主义文学的回归。钱谷融在

文中表示，既然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那么 “非以

人性为基础不可”［7］。“人性”是读者接受的兴趣所

在，也是作者创造的中心。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跳出

历史时空的限制，在千百年之后还能引起人们的共

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人性”二字。质言之，

文学的价值尺度在于“一切都是为了人 ，一切都是

从人出发的”［7］13。

值得注意的是，重提 “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

一种“主体论”复归的表现。在反映论、客体论的

话语时代，主体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

的状态。主体自由的高扬在极左思想家看来是资产

阶级那一套，是修正主义复燃的导火索，必须彻底

铲除。随着七十年代 “人学”命题的复归，主体获

得了新生，中国文艺界正由客体论转向主体论，而

这也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因为文学艺术最重要的

价值就是独创性，而独创性取决于充满能动性的

“人” ( 即主体) ，没有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创造，文

学艺术无从谈起。古希腊柏拉图讲 “诗兴的迷狂”

“神灵凭附”，中国古代讲“性情”“性灵”，都是对

文艺之中独创性的阐释。 “人”是天地间自由的灵

长，而由“人”所创造的文艺势必包含着人的审美

意识、情感体验、人生体验，这是文艺的生命之源、

价值之源、魅力之源，抽去了“人”便空无一物。

三、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论争的反思

( 一)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贡献

新时期重提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是政

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结果，更是五十年代被压抑的

人道主义文学回归的结果。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

“人学”命题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参与

到中国新时期 “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构之中，并

为之贡献了核心的精神基因。

首先是人道主义的复兴。随着 “文学是人学”

讨论的开始，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讨论的 “副标题”

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在 “十七年”与 “文革”时

期，人道主义被视作资产阶级思想而纳入阶级斗争

的话语体系中被大加批判。新时期重提 “文学是人

学 ”，立论的逻辑起点就是“人道主义”。据此理论

家们纷纷从各个角度予以论证，在客观上扩大了人

道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丰富了人道主义的理论

内涵。而人道主义在中国 “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

构过程中，又贡献了人性、本我、自由、情感、人

道等重要的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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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文学主体论的复归。人既是文学创造的

主体亦是文学表现的客体。作为 “人”特殊的精神

创造，文学创作是 “人”主体性的最佳呈现，强调

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也就是强调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

的核心地位。如前所述，五十年代后文学主体性被

社会话语遮蔽了，“能动的反映”似乎是痴人呓语，

在极权的规制面前苍白无力。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陷

入了无尽的深渊， “假、大、空”的人物形象、淡

乎寡味的革命样板戏便是最好的例证。 “文学是人

学”的重提、人道主义的复归无疑再一次将 “人”

( 即主体) 置于文学的中心，主体性从 “深渊”回

到了文学创作的舞台中央。

最后是启蒙精神的复现。 “五四”文学革命先

哲们将启蒙的要求与新文学相连，奠定了新文学现

代性的重要价值维度和审美传统。而这一切在 “十

七年”至“文革”期间被中断了。新时期重提 “文

学是人学”，重塑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家在

文学实践中热心表现人情、人性、人道，揭露文革

迫害、批判极左思潮，表现出新启蒙的要求、思想

解放的要求、个体自由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实际上继承了 “五

四”的启蒙传统，将中断已久的启蒙精神线索重新

接入中国新时期“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构之中。

( 二)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局限

不可否认，新时期 “文学是人学”命题论争在

客观上纠正了“阶级论” “工具论”等有失偏颇的

文学观，将文学创作从阶级、政治话语中解放了出

来，促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但是

当离开历史现场数十年后，重新冷静全面地审视新

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便会发现其局限性。

首先是命题定义的窄化。 “文学即人学”并非

严格的代换关系。将文学定义为人学，从表面上看

似乎为文学的定义找到了完美的答案，实则陷入了

“概念循环”的谬误之中。从字面上看，文学与人

学并不相等，一为语言艺术的范畴，一为社会学的

范畴。从内涵上看，文学确实是表现人生、人性、

人情，但其价值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表现

社会、历史、政治、审美。显然，将文学定义为人

学，有窄化文学价值的嫌疑。

其次是“人学”在此等同于“人性”。如上文所

述，文学与人学的词义其实是不对等的。在“文学是

人学”这一命题中，“人学”的意义更多接近于“人

性”“人道”“人情”，而并非是学术研究的意义。钱

谷融等人将人道主义精神当作批判“阶级论”“工具

论”的强大武器，以前苏联高尔基 “人学”论为语

言表达的物质外壳，忽略了“人学”词义的模糊性，

也造成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理论漏洞。

四、结语

文学与生俱来的 “主体性”使其每时每刻都带

有“人”的印记和尺度，在这一逻辑之下， “文学

是人学”。新时期的 “文学是人学”命题是五十年

代“人学”论争的余绪，是新启蒙思想和政治 “祛

魅”之下的产物，是理论家批判 “阶级论”“工具

论”的强大武器，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兴起的标

志，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客体论到主体论转向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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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rn from Object Theory to Subject Theory
—Debate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Proposition of
“Literature is Human Science”in the New Era

LIU Huangjun
(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70s，the new enlightenment and the reform of 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came to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y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sweep away the“left”boredom，

and rebuild relative autonomy and subjective freedom in all fields of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the proposition of“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human beings”is reborn． Theorists have written many articles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human nature”to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art，aesthetics and so on． Fundamentally，the proposition of“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human”in the new era is the
afterthought of the debate of“the study of human”in the 1950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t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literary theorists to criticize“class theory”
and“tool theory”;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object theory
to subject theory．
Key words: New period; literature is human science; controversy;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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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xhibition Industry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Ｒ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CHEN Hong
( College of Pharmacy，Quanzhou Medical College，Quanzhou 362000，China)

Abstract: Taking 31 provinces (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sample from 2013
to 2018，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local service industry. The study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vestment in
exhibitions，the number of exhibition venues and the area of exhibition venues both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r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hibition output，the number of exhibition venues
and the exhibition area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r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economy. The
eastern region’s exhibition investment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service industry’s economic growth，while the
western region’s exhibition output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service industry’s economy. In the layou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in the case of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exhibition venu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exhibition venues can be appropriately increased. In the western region，the existing
exhibition venue resource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xhibition venues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exhibition econom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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